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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人權與民主 

 

「事莫大於人命，罪大莫於死刑，殺人者抵法故無恕，施刑失當心則難安，

故成指定獄全憑死傷檢驗。為真傷真招服，一死一抵，俾知法者畏法，民鮮過犯，

保全生命必多。倘檢驗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殺兩命數

命，仇報相循慘何底止。…」。這是世界最早有關【法醫學】的書「洗冤錄集」

（1,2）的重刊補註證卷一「檢驗總論」的開宗明義。可知中國早在宋朝（公元

1247 年）時，對於死因不明的死者所需鑑定的正確觀念，與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權

的密切關係就有相當的認知。到了近代，先進國家更強調科學辦案，所發展的司

法科學（Forensic Sciences），其中就包括了法醫學，其對一個國家的人權維護及

民主發展，特別對民主開始起步的國家，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3）。然而，近十

幾年來，台灣雖然已廢除戒嚴令，國會全面改選，進而總統直選，政黨輪替，司

法改革，向民主大道邁步前進，受到人民及國際的肯定，但是與司法公正密切相

關的法醫革新，卻乏善可陳。 
 

台灣法醫制度之缺失 

 

一、台灣法醫實務的缺失 
 

監察院之司法、內政、教育、暨財政委員會在民國八十五年第二屆第二次聯

席會議記錄（85）司收○五六一號文：「（84）年度中央巡察司法機關，發現各地

方法院檢察署法醫師異常缺額，影響檢察官辦理相驗案件之進行及正確，十分嚴

重，違背憲法及相關法規保障人權之本旨，有關機關有無違失」一案提出討論。 

當時就發現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八十五年度編制員額，法醫師三十二人，檢驗

員二十七人，合計五十九人。然實際缺額法醫師有十二人，檢驗員有二人。至民

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法務部成立法醫研究所，希望能招聘專職法醫師，但情況

仍然未見顯著改善，該所僅招到二名專職病理醫師，以致絕大部分的法醫解剖，

仍由其他機構的病理醫師以兼任法醫顧問名義為之。到了民國九十一年，不但未

能補實法醫師之缺額，情形反而更加嚴重，由於各地檢署法醫師相繼退休，目前 

具醫師資格的法醫師僅有五人，以致出現由不具醫師資格之檢驗員代行大部份法

醫師業務之現象。由此可知台灣現行的法醫制度有嚴重的缺失。尤以法醫之水準

如何提昇，尤令人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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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法醫培育的缺失 
 

台灣法醫缺失呈現如此嚴重問題，和中華民國的法醫發展歷史有密切的關

係，雖然南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 1247 年）時，宋慈的【洗冤集錄】，被公認是

一部世界最早且具廣泛性、系統性的對屍體外表檢查所累積之經驗的書籍，對於

屍體變化現象、窒息、創傷、現場檢查、屍體檢驗等各方面，都做了詳細的觀察

和歸納，但可惜沒有進一步進行解剖。反觀歐洲各國起步固較遲，但義大利於

1302 年開始有法醫解剖，1601 年歐洲第一本法醫書出版 (Fidelis)。到了十八、

十九世紀，歐洲的法醫技術有相當的進展並產生許多法醫學者，成為近代法醫的

發源地（4）。 

 
 
 （一） 民國成立後之法醫學濫觴 
 

然而，中國長久以來，各朝代一直都以【洗冤錄】為依據，進展緩慢，到了

中華民國元年（1912），才以刑事訴訟律，制定有關法醫解剖及鑑定人之法律依

據。但是因為當時並沒有培育專業的法醫師，因此只好聘請一般醫師來擔任法醫

工作。直到 1928 年，中華民國第一位留學德國的法醫學博士，林几（1897-1951），

學成回國並提出「創立中央大學醫學院法醫學教室意見書」。終於在 1930 年在北

京大學醫學院設立中華民國第一個法醫學教室（科），並由林几擔任主任。 

 
由於當時司法單位急需法醫師，因此無法等待由醫學院培育人才，只好在

1932 年由司法部急就章的派林几成立「上海司法部法醫研究所」，1935 年再設立

「廣東司法部法醫研究所」，以招收醫師加以一年之訓練，並由法務部發給「法

醫師證書」。然而由於效果欠佳，乃於 1942 年開始以司法人員高等考試招考法醫

師，並以普通考試招考檢驗員，以應急需；結果僅招到 2 名醫師，檢驗員則無人

應考。 接著在 1945 年 5 月 16 日公佈國民政府令「茲制定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

所組織條例，令布之。」，其中第一條「法醫研究所隸屬於司法行政部，掌理法

醫學之研究、民刑事案件之鑑定檢驗、及法醫人才之培育事項」。另一方面，由

於普考也招不到檢驗員，因此，同年再委託中央大學法醫學科舉辦「第一屆高級

司法檢驗員訓練班」，以招收高中生加以訓練二年。1947 年第二次司法人員高、

普考法醫師及檢驗員時，應考者亦寥寥無幾。致此，終於了解法醫師的培育無法

臨時召員充數，必須回歸大學的正軌，因此於 1948 年在中央大學成立「法醫研

究所」，雙管齊下，分設法醫師資班及法醫師訓練班。但是為著應急，另一方面 

只好再降低水準，於同年在中山大學醫學院成立「司法檢驗專修科」，以招考初

中生，培養所謂「低級法醫檢驗員」。但這些應急性的制度及措施，一直都無法

讓法醫人才的培育在中華民國生根。時至 1949 年，因時局變遷，中華民國政府

撤退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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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治時期之法醫沿革 
 

由於台灣在日治時期，於 1918 年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

身），就由久保信之擔任法醫學教授。1936 年，東京帝大法醫學三田定則教授(係

日本法醫學開山祖師片山國嘉教授的得意門生)，受派前來擔任台北帝國大學（台

灣大學的前身）醫學部部長（院長）兼法醫學科主任，由於三田教授於 1937 年

升任為台北帝大總長（校長），因此，在 1938-1946 年間，先後由日本派遣久保

忠夫、田代歡一、鎌倉正雄、小片重南等法醫學教授南來擔任台大法醫學科主任

（5），並將日本的法醫師資及法醫師培育制度帶到台灣，並造就了台灣本土的葉

昭渠、蕭道應、黃泯川、凌有德、楊日松等法醫前輩。 

 

（三）光復前後台灣之法醫盛衰 

 

1949 年台灣光復後，這些前輩先後留在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其中葉昭渠

教授於 1955 年獲東京大學法醫學博士，也是台灣第一位法醫學博士，接著楊日

松先生亦於 1959 年獲東京大學法醫學博士。在這段期間吸引了許多醫師投入法

醫的行列，可說是台灣法醫發展的全盛時期！ 

 

可能因為在大陸培育法醫師失敗的經驗，司法部於 1950 年 4 月 24 日以台訓

秘字第 167 號以「在大陸時，本部原有法醫研究所，自政府遷台，該所原有設備

及技術人員，均已散失。…本部鑑於台灣醫事設備，比較完整，該項業務，可以

委託醫院或衛生機構辦理。」，因此訓令該法醫研究所於 1950 年 4 月 30 日結束。

但遺憾的是台灣的醫院或衛生機構並未負起培育法醫學教師及法醫師的責任！

僅由日治時期所培育的少數幾位本土法醫人才負責，雖然 1950 年代吸引了許多

醫師投入法醫的行列，但不幸的是經過 10 年後（1960）台灣唯一的台大醫學院

法醫學科竟遭到裁撤，由於台灣長期沒有培育法醫師的大學，造成台灣法醫師的

斷層，以致台灣目前缺少可用之法醫師，也成為台灣法醫的致命傷。雖然於 24
年後（1984）台大醫學院再恢復法醫學科，然而在人員、經費受現下，所謂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一切百廢待舉，人才的培育仍需要時間以及良好制度的配合。 

 

如上所述，台灣光復後不久，所有大學醫學院都沒有「法醫學科」，雖然「法 
醫學」是早期教育部所規定的醫學系必修科，政府不但未加重視，反而將其改為

選修，甚至免修。諷刺的是刑事訴訟法第 213 及 216 條，明明規定因調查證據及

犯罪情形，需要法醫相驗及法醫解剖時，應命醫師行之，但許多醫學院，因缺乏

法醫學師資，因此後來教育部又將其改為選修，以致台灣所培育的醫師卻連「法

醫學」都沒念過！不知如何執行法醫相驗及法醫解剖？因此不但醫學生視法醫為

畏途，且由於在學校時沒有機會接觸法醫，更不可能引起醫學生對法醫的興趣，

進而投入此一領域。台灣法醫的發展處於黑暗時期，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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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每年舉行法醫師特考，但報考人數都是個位數，就算偶而有錄取，

也沒有人報到。另外也嘗試用法醫公費生，在陽明大學及成功大學之學士後醫學

系招生時，增加額外名額，由法務部提供全程獎學金，唯規定畢業後須從事法醫

工作。然而由於地檢署的法醫工作環境、職位、升遷、進修、社會地位、家人的

意見、及待遇等，皆無法和一般臨床醫師相比，結果全體法醫公費生都不願作法

醫，通通賠錢了事，導致此一方案全軍覆沒。此外，雖然教育部也曾經提供出國

留學考試的法醫名額，並支援攻讀博士的獎學金，但是錄取者出國之後，馬上改

念其他學門，只是利用法醫學的名額而達到出國進修的目的而已。由上述種種事

實即為醫學系畢業生不願也不太可能改行作法醫師之實證。 
 
台灣法醫問題竟如此嚴重，並直接影響司法人權至鉅，如何藉由台灣及其他

先進國家的法醫發展歷史，學習教訓、吸取優點及經驗、並了解國際法醫發展的

主流趨勢，進而建立適合台灣的法醫制度，實為當務之急。法醫制度之內涵主要

有二，其一是法醫師的培育，其二是法醫實務的運作（6）。 

 

法醫師的培育 

一、歐洲法醫師的培育 

 

法醫師的培育，各國都是由大學醫學院負責，沒有爭議。然而，近代法醫學

的發展，法醫工作並非只是屍體檢視及屍體解剖，也涵蓋活人的鑑定。1994 年

Brinkmann 等人對歐洲各國法醫制度的評估論文中（7），發現歐洲法醫師的培育

有三種標準： 1.高標：以 1986 歐盟國家在西班牙成立的 Sevilla Committee 所簽

署的一份法醫師培育之最低標準文件，認為大學法醫課程至少應有 60 小時（約

4-5 學分），包括法醫病理學（Forensic Pathology）、臨床法醫學（Clinic Legal 

Medicine）、法醫毒物學（Forensic Toxicology）、醫學法律與倫理（Medical Law and  

Ethics）等。而醫學生畢業後的專業法醫師訓練需要 5 年，至少包括法醫病理學，

臨床病理學（Clinical Pathology），臨床法醫學、其他次專科（如法醫血清學，法

醫精神學，法醫牙科學）等的實務訓練和理論的教學，以及配合實際參予相當法

醫案例的經歷。 2.中標：如歐洲法醫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f Legal Medicine）

的標準，也是大部分歐陸國家已達到的標準，至少包括法醫病理學、臨床法醫學，

以及相關的毒物學、醫學刑事、酒精學、死因學等。 3.低標：英國的標準，只

注重法醫病理，以致法醫被壓縮到如此狹窄，也因此其法醫發展受阻，造成對此

領域不夠深入的缺點。  
 
實際上，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大學都有法醫學科及教師，且法醫學也是各國

大學重要的教育課程之一。但是法國和英國則是例外，另外，荷蘭則全無法醫教

育。Brinkmann 等人認為，如果根據歐洲法醫委員會的課程標準，可能會影響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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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的法醫師品質。如果讓這些基礎知識不足的法醫師，自由到歐盟的其他國

家執業，則必須進一步評估其利弊得失。此外，在某些缺少法醫師的地區，宜由

各大學負責執行法醫業務，其優點有三：其一是歐洲法律的傳統精神認為醫學及

科學的證據絕不能成為執法機構所獨霸，而大學的學者乃是最具有自由及獨立性

的專家。其二是大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乃是從事研究，所以能夠從其他相關領域收

集大量的資訊，且將最新的科學新知應用到法醫實務上，並永久保持其學術的品

質。其三是大學提供學生受教的機會，可使學生因接受學術的吸引，而樂予參與

法醫的行列，因此能夠不斷的獲得新血注入法醫體系（7）。 
 
除了大學的教育，歐洲各國醫學生畢業之後，要成為專業法醫師的培育時間

也有很大的差異，由 2~6 年不等。歐洲大部分國家皆有大學附設之法醫研究所，

提供醫學生畢業後培育成為法醫師的標準課程規劃。但某些國家如法國、英國及

荷蘭，則有很大差距，雖然由大學負責，仍缺乏標準化或可接受的畢業後專業訓

練（7）。以德國為例，醫學生畢業後之法醫師訓練需要 5 年，第一年是在合格的

病理醫師指導下，接受臨床病理之訓練，至少解剖 100 例。然後花三年半的時間

在法醫學研究所接受訓練，至少要解剖 400 例，最後半年接受精神學及精神心理

之訓練。但是要成為合格的法醫師，至少還需要寫 30 篇相關個案的鑑定書，20
篇有關法醫精神鑑定書，以及在法庭口頭作證 200 次以上的經驗（6）。 

 
另外，歐洲各國訓練畢業後專業法醫師的基本培育方法也不同，例如中、北

歐包括英國重視經驗的學徒制，例如某些國家規定需要相當數量的實務案例（如

500 例）經驗。但南歐則注重理論的教育再輔以實習。有人認為這些差異都各有

優劣，其最後產品都大同小異。也有人認為由於歐洲各國法律制度的不同，因 

此法醫很難有一致性水準的要求。但這些觀點都不正確，因為法律的基本精神 
和原則具有普世性。因此畢業後培育法醫師時間的長短當然很有問題，因此歐盟

國家認為應有一致的水準，至少受 4 年的畢業後專業訓練（7）。 
 
另外，Brinkmann 等人（7）由法醫的發展史，發現法醫是歐洲最古老的醫

學之一，其發展比臨床病理還早，且許多歐洲國家在 1532 年即將法醫納入刑法 
(The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雖然英國的「驗屍官」早在第八或第九世紀

即已存在，但是英國法醫的發展較慢，主要原因乃是到十七世紀才將法醫納入刑

法，而當時的法醫證人，一般乃是外科醫師，主要是提供受害者到死亡期間的身

體外觀的臨床經過，幾乎很少解剖，也沒有接受當時歐陸國家所使用的法醫鑑定

法則，以至於英國的法庭經常無法信任其本國的法醫鑑定（8）。1798 年，愛丁

堡醫學研究所的 Andrew Duncan 教授開始呼籲，法醫學應成為醫學生及開業醫師

的重要課程，但是直到 1816 年英國的第一本法醫書出版之後，許多醫學院才開

始法醫學的授課（8）。因此 Brinkmann 等人（7）仍質疑英國為何竟將法醫的水

準降低到僅是法醫病理的層次，且將法醫置放在病理之下的一個次專科的原因。 
 

 - 5 -



二、日本法醫師的培育 

 
1736 年時，日本德川時代的河合甚兵衛尚久，曾將中國的【洗冤錄】，翻譯

為【無冤錄述】，作為日本屍體鑑定的重要參考。明治時期（1868），進而由歐洲

引進具有法醫解剖新觀念的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1888 年，第一位前往德

國留學並獲法醫學博士的片山國嘉，學成回日本，在東京大學醫學部成立日本第

一所裁判醫學教室（法醫學科），也引進德國的法醫制度。到了 1923 年全日本醫

學院已紛紛設立法醫學教室，目前日本所有八十間醫學院，全部都設有法醫學教

室（4）。各大學醫學院的法醫學課程包括實驗約 4-5 學分，而醫學生畢業後的專

業法醫師的培育及司法解剖，主要也是由大學法醫學科負責。 

 

三、美國法醫病理師的培育 
 
美國的法醫制度來自英國體系，因此依循將法醫專科師定位為法醫病理醫

師，並成為病理之下的次專科。但其醫學院的招生是採學士後醫學系，畢業通過

醫師資格之後的一般醫師，需接受 4 年的訓練始可成為法醫病理師；首先 2 年是

解剖病理訓練，再經 1 年的法醫病理，以及另一年的病理次專科訓練，如神經病

理學、化學病理學等。另外，如果已獲得合格的解剖病理（Anatomic Pathology，

簡稱 AP）及臨床病理（Clinical Pathology，簡稱 CP）或只有解剖病理證書，則

僅需接受 1 年的法醫病理訓練。經通過病理學會之考試，成為合格的法醫病理醫

師，從事法醫解剖（6）。 
 

四、中國法醫師的培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於 1949 建國後，在 1950 年代在司法部法

醫研究所訓練了約 200 位法醫人才。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這些人才幾乎全部被下放，只留下寥寥無幾的法醫師繼續從事法醫的工作。直到

1979 年才開始在中山（廣州）、華西（成都）、及中國（瀋陽）三家醫學院成立

獨立的法醫學系，直接招收學生，這是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創舉！ 在 1980 年

代又在同濟、西安、上海、山西、及昆明等五家醫學大學成立法醫學系，1998
年時，華西及西安已升格為法醫學院，因此法醫人才迅速成長。目前中國大部分

的醫學院都有法醫學科，甚至有法醫學院，其每一單位內法醫學教師由五名到五

十名不等。較大的法醫學院之下設有法醫病理學科、法醫血清學科、臨床法醫學

科、法醫毒物學科、有的甚至包括法醫精神學科及法醫人類學科。另外大部分的

政治學院及法學院也設有法醫學科，但教師人數較少，主要是教學，但部分教師

也從事研究並接受委託進行法醫鑑定案例。甚至少數的警察大學也設有法醫學系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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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時，中國約有 150 家醫學院，這些醫學院大部分都設有法醫學科，負

責臨床醫學科學生的法醫學教學。而八家醫學大學 設有法醫學系或學院，包括

大學部及研究所。這些法醫學系每 1~2 年招收 15~30 名學生，接受 5~6 年的教育，

包括基礎醫學、臨床醫學、法醫學的理論及實習。畢業之後最少要有一年的法醫

實習，才能獲得法醫師的資格。此外，如果不是法醫學系，而是一般醫學系的畢

業生，有興趣投入法醫行列者，也須接受 1~2 年的法醫訓練。另外，法醫研究所

的碩士班學生需要 3 年的學程包括論文，而博士班還要再加 3 年的學程及研究論

文。另一方面，某些醫學大學、法律學院、警察學院也提供在職法醫師一星期的

進修的課程，主要是針對特殊的課題。另外，還有提供一年的系統性的法醫學課

程（9）。簡言之，中國具較有規模的法醫培育系統。  

 

法醫實務制度的比較 
 

 各國之法醫實務制度主要有二，其一是屬於大陸法體系的國家，如大部分歐

陸國家、日本、中國、台灣等，雖然各國之間有些差異，但是主要是源自羅馬法

律體系，與犯罪有關之死因或死因不明者之司法調查權，乃是由檢察官授權「法

醫師」或法醫學者，負責有關死因之鑑定。其二是屬於海洋法體系的國家，只有

英國、美國、加拿大、愛爾蘭、以及一些過去英屬的國家，有關死因之鑑定則由

「驗屍官」（Coroner）或「醫檢官」（Medical Examiner，中央研究院院士，芝加

哥大學的廖述宗教授譯為「醫學檢驗官」，簡稱「醫檢官」（11））負責。 

一、大陸法體系國家之法醫實務制度 

在大陸法體系之國家，法醫師乃是依司法單位的檢察官、警察及法官之命令

之後，才開始屍體鑑定。因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傳統看法，是不讓不懂法律的外行

人參予暴力犯罪的偵查程序，因此其審判制度乃是授與法官最高的權威。但此制

度仍有剝奪被告權利之缺點。後來修正為對於懷疑他殺或與犯罪相關之死者，必

須進行詳細的死因調查。此制度的解剖率較低，因為對於自然死亡或與犯罪無關

的創傷致死者不作死因調查。但是由於醫學的發展，為著流行病學及司法上的目

的，需要建立準確的死亡統計，因此某些歐洲國家乃擴充對死者的司法調查範

圍，不經開業醫師開死亡證明書的死者，必須交給司法單位處理，並由其決定是

否需要解剖。由於以前並沒有固定的專業法醫機構，因此大部分國家都是由法官

授權，但某些國家則由地方檢察官主導，只有少數國家是由警察授權做解剖。後

來更要求，解剖時需要法官在場。 
 
事實上歐洲的法醫體系是相當複雜的，一般是在大學法醫研究所或法醫學科

之架構下擁有不同的次專科。但是英國的法醫體系則僅有法醫病理，並將其他 
相關的次專科獨立分開，甚至屬於不同的機構。法醫的發展當然需要擁有不同學

門背景的科學家。因此在大陸法體系之下，法醫擁有跨學門專家，相互溝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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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及討論，這是法醫主流趨勢，其優點如下：1. 在他殺以及複雜的案例，不

能依靠單一的法醫專家做決定。2. 跨學門之間的法醫專家意見的整合，不僅是

相互的影響、學習，並且也更具效率及經濟，惟此優點往往被低估。3. 由司法

誤判的經驗，如果在法醫體系之下能有各種法醫專家，先經過其互相討論再作結

論，將可以減少許多錯誤的發生。特別是任何一種鑑定方法的特性往往都可能涉

及其結論之正確性。在缺乏不同學門法醫專家之間相互討論的國家，法律人必須

評估不同學門專家的報告，並尋求其一致性，但法律人卻往往缺乏這些專業的知

識（7）。 

二、海洋法體系國家之法醫實務 

海洋法體系的法醫實務制度，以美國為例（12,13），最早乃是引進英國的「驗

屍官」（Coroner）制度，由當地人民選舉公正的人士（不一定是醫師或律師），在

法律授權之下，負責死者鑑定的行政主管，並經由醫師的建議，或直接要求病理

醫師負責驗屍及解剖，然後由驗屍官，根據病理醫師解剖所見及解讀，決定死亡

原因及死亡方式，並向檢察官報告，此法醫實務制度類似大陸法系。但由於美國

的驗屍官是經選舉的公務員，往往會受政治壓力之影響。因此，1877 年在麻州

發展所謂 Medical Examiner（簡稱 M.E.）制度」，但台灣有人將其翻譯為「法醫師」

（並不恰當），到 1918 年紐約市才將此制度發展較為成熟而稍具規模。 
 

簡言之，此種醫檢官制度乃是由州政府的委員會評審具有醫師資格的人（最

好是法醫病理醫師或病理醫師），由州長任命為「主任醫檢官（Chief Medical 

Examiner）」，在州政府之下的「醫檢局」（Medical Examiner Office），負責死者鑑

定的行政主管，並領導專業的法醫病理醫師、病理醫師或醫師負責驗屍及解剖

（13）。最初醫檢官並沒有權利要求解剖，直到 1940 年代通過「醫檢官法」，才

授權醫檢官可以對非自然死亡之案例，決定是否需要解剖，且主任醫檢官為唯一

決定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之人。根據醫檢官法，規定在某些非病死或死因不明的

情況之下，醫檢官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解剖才能釐清死亡原因。另外，此制度要

求具有「法醫病理醫師」證照，並有多年經驗者才能擔任主任醫檢官，但此主任

之職位並非公務人員，隨時都有可能被解聘。另外，此制度仍存有其缺點（14）。 

雖然「驗屍官」和「醫檢官」的制度各有優劣，但經廣泛討論之後，認為只要在

驗屍官之下，擁有足額之夠水準的專職的法醫病理醫師以及法醫毒物學專家，驗

屍官仍可勝任法醫鑑定的行政主管，更可避免讓專業的法醫病理醫師浪費時間在

行政工作上。 因此美國目前全部採用「醫檢官」的有 22 州，採用「驗屍官」的

有 11 州，同時採用「醫檢官」及「驗屍官」混和式的有 18 州。因此美國的法醫

實務制度，並非僅是「醫檢官」一種制度而已。另一方面，美國較有規模及有名

的「醫檢局」，大都是在大城市，而且都是委由大學醫學院負責（15）。 

 

Dominick 及 Vincent 在其法醫病理學（Forensic Pathology）一書中，特別指

出，由於醫學的進步，法醫已是相當專業的醫學之一，一般人並不了解，在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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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師的培育課程中，有的完全不包括法醫病理（台灣亦同），有的僅有幾小

時的介紹，最多只是花 2-4 星期，到法醫實務單位走馬看花。因此一位合格的病

理醫師，並不具有法醫病理應有的專業知識。因此不具法醫專業或僅有短暫訓練

的醫師，往往會造成法醫鑑定的糾紛。因此其他科的醫師，甚至一般醫院的病理

醫師，縱然有意願，但都不適合從事法醫的實務工作（13）。根據美國法醫解剖

的統計，其中約有 85%的案例與犯罪無關，因此有些一般病理醫師認為他們可以

從事與犯罪無關的解剖（行政解剖，按件計酬），而將剩下的可能與犯罪有關的

15%，需要法醫解剖的案例交給法醫病理醫師。問題是在未解剖之前如何確實知

道哪一案例是否與犯罪有關？ 
 

另一方面，美國業務良好的合格病理專科醫師並沒有多大的意願，轉為法醫

病理醫師，如在美國的病理專科醫師李汝晉博士，就斬釘斷鐵的說『僅願意偶而

「不務正業」的從事兼差的法醫解剖，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棄其本行病理，去任

法醫的工作』（16），因此美國的專業法醫病理醫師仍然不足。根據 Prahlow 與
Lantz 調查美國 25 州法院之「醫檢官」的資格，發現僅有 6 州是合格的法醫病理

醫師，3 州是一般病理醫師，11 州是一般醫師，甚至 5 州是非醫師之人員擔任

（17）。因此美國對於「醫檢官」的法定資格，也只好依現實規定為「醫師」，而

無法規定為「法醫病理醫師」。由此可知美國的「醫檢官」制度，仍然無法全部

由「法醫病理醫師」從事法醫實務的工作。 
 

三、日本法醫實務制度 
 
日本的法醫最早乃是引自歐洲德國，因此其法醫實務制度，也是參照大多數

大陸法系的歐洲國家。但是 1946 年日本戰敗後，聯合軍隊駐日總司令麥克阿瑟

將軍，發現日本大都市的公園、街道、火車站、有許多餓死、冷死、或傳染病死

者，並沒有解剖。因此在其要求下，日本政府遵照其建議，引進美國的醫檢官制

度，日文翻譯為「監察醫」，由東京都民政局（其後為衛生局）制定「東京都變

死者等死因調查規定」，並於 1946 年 4 月 1 日起由東京大學及慶應大學之法醫學

教室及病理學教室之教師，從事「監察醫」的實務工作。並於同年 12 月 11 日由

厚生省（衛生署）和聯軍總司令部簽約同意設立「監察醫院」從事行政相驗（檢

屍），如必要時從事與犯罪無關的行政解剖。並在東京、大阪、京都、橫濱、名

古屋、神戶、福岡等七大都市設立「監察醫院」。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請聯軍

總司令部諒解其舊有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有關司法解剖之不同制度，當發現死因

不明或疑與犯罪有關時，應由大學解剖的法規（18）。因此戰敗後的日本法醫實

務制度相當特殊，兼具大陸法系及海洋法系的法醫制度。 

 

日本有關死因鑑定之解剖程序如下（19-21）當死者在醫院或在家中但經醫

師診療死亡者，其死因已知，故不必解剖，由醫師開具死亡診斷書交付家屬申請

喪葬入殮事宜。如醫院之醫師認為需要解剖以了解病因時，則須經家屬同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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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病理解剖」，由醫院之病理醫師執行，其法律依據為死體解剖保存法第七

條。  

 

如果醫師在檢查死體時發現死因為非病死（非自然死亡），則醫師有責任向

警察署報告，警察署則通知檢察廳，由司法警察員和檢察官、或其代理之檢察事

務官會同醫師到現場堪驗。司法警察員和檢察官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執

行「檢視」屍體，而醫師則根據醫師法第 19、20 條執行「檢屍」。當醫師「檢屍」

後，如發現死因無法確定，但與犯罪（他殺）無關，然仍需解剖，此乃是所謂之

「行政解剖」，則有兩種制度處理。其一是根據日本傳統的大陸法系制度，由警

察醫（相當於台灣的兼任法醫師、榮譽法醫師）解剖，但根據死體解剖保存法第

7 條，必須經過家屬同意。其二是由「監察醫」檢屍，則不必經檢察官之授權和

家屬的同意，依據死體解剖保存法第 8 條，直接授權監察醫行使解剖。並在當天

就將解剖所發現的結果報告警視廳（警察局）及家屬，至於死因則須等組織切片

或毒物鑑定結果之後再確定。 

 

如果懷疑與犯罪有關，則屬於「司法解剖」，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68、223

條，由裁判所（法院）委託具有學術及經驗者，通常都是由大學醫學院的法醫學

科的教授或副教授解剖，並將鑑定結果通知檢察官及警察署。總之，日本的法醫

實務規定「驗屍」一定要法醫師或醫師，但「司法解剖」則規定由大學法醫學科

之教授或副教授負責，而沒有規定為醫師，因為大學法醫學科的副教授，雖有可

能不是醫師，但是他們在法醫學科的學術研究及法醫解剖實務上，至少有 20 年

以上的經驗，且日本認為大學乃是學術研究與教學之重鎮及政治中立之殿堂，從

事科學性之公正判斷具有公信力（22）。 
 

四、美國「監察醫」制度在日本的實驗 
 

昭和 22 年(1947) 1 月 17 日，由厚生省公佈根據昭和 20 年敕令第 542 號制

定「死因不明死體之死因調查相關事件」法規。但是當時東京僅能招聘寥寥數名 
專任監察醫，其餘仍向東京都內及千葉之各大學醫學部聘請教員為兼任監察醫。 
昭和 24 年(1949)在死體解剖保存法第 8 條加入監察醫可從事非自然死亡者的行

政相驗，如突發死亡、意外、自殺等均屬之。然而，此一由美國引進之「監察醫」

制度，到了昭和 60 年(1985)，在京都府及福岡縣就遭到廢除，到目前已逐漸消

失，僅剩下東京都 23 區、橫濱、大阪、及神戶實施而已（18，23-24）。 

 

美國的監察醫（M.E.）制度在日本式微的原因主要有： 1). 監察醫無法在日

本發展，因為監察醫的解剖無法被日本的傳統法醫制度所接受。 2). 監察醫的制

度需要相當的經費，故中央及地方政府並不積極。3). 此制度只在日本相當少的

地區實行。4). 更重要的是缺乏法醫師人才，目前日本的監察醫院（M.E. Office）

的監察醫，大部分仍是由醫學院的法醫學科教授或副教授兼任，因為很少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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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願意進入監察醫院。另外，日本的法醫與病理是各自獨立的，法醫不屬於

病理，病理醫師很少受法醫訓練，也很少有病理醫師轉為法醫師（24）。 

 
五、中國法醫實務 
 

目前中國的專職法醫師至少約有 10,000 名，由於一般醫師畢業之後，經過

一年的臨床實習或法醫實習，即有資格當法醫師，因此與專業法醫師的教育水準

有很大的差異。 這些法醫師分別在警察單位、法院、地檢署、法務部、及大學

等不同機構任職。警察單位稱為公安，其組織架構有中央、省、市及鄉四級，市

及鄉的警察單位乃是第一線的主要執行單位，幾乎這些警察單位都設有法醫室或

鑑識室。這些單位的專職法醫師人數，由 1~ 50 人不等。這些法醫室至少有一位

專職法醫師，某些較大的法醫室之下設有法醫病理、臨床法醫、法醫血清及法醫

毒物組，它們的任務乃是提供警方處理有關刑案調查及暴斃案的法醫意見。警方

的法醫師除了從事解剖之外，也從事創傷者的臨床法醫鑑定及刑事案件的屍體現

場堪驗。如果與犯罪無關就可以結案，但如與犯罪有關則需提報地檢署（9）。 
 
檢察署的組織架構有四級，最高檢察署、省高等檢察署、市人民檢察署、及

鄉人民檢察署。並且各級檢察署各有自己的法醫師，其主要工作乃是審查警察單

位所呈送有關刑案的法醫鑑定書。有時也直接參與受害者創傷程度的鑑定，以及

工作場所意外死亡或警局、監獄死亡之案件。 

 

中國的法院系統同樣有自己的法醫專家，其組織架構同樣也分四級。最高的

三級法院以及大部分的鄉人民法院至少都有一位專職法醫師。大部分法院法醫師

的工作乃是臨床法醫，特別是鑑定創傷的程度是屬於重傷、輕傷或微傷，因為根

據刑法，加害者的量刑與被害者受傷的程度有關。另外，臨床法醫也包括與民、

刑事相關的殘障的程度、性無能等之鑑定。法院之法醫師也負責審查地檢署所檢

送案件之法醫鑑定書。 

 

法務部在上海設有一家法醫研究所，編制約 100 名，其中有 50 位是研究員，

其下設有法醫病理、法醫血清、臨床法醫、法醫毒物、法醫精神、犯罪、及微證

物等七各部門。它們的工作可能是警察、地檢署、及法院的法醫諮詢機構。 
 
中國不但有其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獨特法醫師培育制度，也有其獨特的法醫實

務制度。在同一鄉、市不同單位的法醫師，只負責其單位所接到的案例，他們之

間並沒有職務上的聯繫，且各單位皆有專職的人員及實驗室。大學及法務部的法

醫專家僅接受警察單位、地檢署及法院諮詢之案件。這種多元體系的優點是各自

獨立，因此每個案件在司法程序中，至少會經過二個不同機構之審查，可以減少

法醫鑑定之錯誤或糾紛。但是各機構各有其法醫師及設備，造成資源重疊浪費的

缺點。另外，不同機構之法醫師可能會有相反的意見，法律上並無規定誰是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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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的鑑定。因此往往造成訴訟時間的延誤，以及引致不同機構之間的衝突。因

此，中國法醫師在近 20 年來雖快速的發展，但仍有改善之空間（9）。 
 
台灣要建立怎樣的法醫制度 
 

人權是現代人類文明普世的標準，也是世界正義和平的基礎，因此與此相關

的法醫水準，當然是要追求最高的標準。由於法醫學的範疇愈來愈廣，法醫師的

培育，更需要專業。因此台灣的醫學院，義不容辭，應負起培育法醫師的重責大

任，共同提昇台灣人權與社會正義。另外，除了台灣法醫師的培育，也需要建立

具有誘因的合理法醫實務制度，始能吸引優秀的人才投入這項具有社會正義的工

作。   

 
一、台灣要建立怎樣的法醫師培育制度 

 
由於台灣多年來留學美國的人數最多，對美國的制度也比較熟悉，自然的認 

為美國的許多制度可能是台灣的最佳選擇。也許有人會質疑台灣的專科醫師要學 

美國的制度，為何法醫不學？事實上，美國醫學院是招學士後的醫學系，台灣是 

招高中生的醫學系，並不一樣，可見台灣也非樣樣必須以美國馬首是瞻。另外，

專科醫師制度，是大多數國家的共同制度，也是國際的主流，並非美國所獨有。 

 
法醫師的培育由大學負責，沒有任何爭議。根據上述先進國家有關法醫師的

培育體系有二種：1).大陸法系的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及日本等乃是在法醫之體系

下：分設次專科包括法醫病理學（法醫解剖）、臨床法醫學、臨床病理學、法醫

毒物學、醫學法律與倫理、及其他次專科如法醫血清學、法醫精神學、法醫牙科

學等。2). 海洋法系的英國、美國、加拿大、及英屬國家，乃是在病理之體系下，

僅設立次專科法醫病理。 
 

由於近代科技的進步及發展突飛猛進，醫學成為相當複雜的專業及科學的

領域，除了一般開業的專業知識之外，尚須各種各樣的次專科的知識。因此，皮

膚科醫師並不適合從事神經外科，而神經外科醫師也不適合從事婦產科，同樣

的，病理是研究「病死」的死因，而法醫學是研究「非病死」的死因，且應用於

解決涉及醫學的法律上問題，是其被認為屬於社會醫學之一分野，亦為國家醫

學，其應用之領域包括司法、行政與立法，與一般醫學比較，實具有不同的角色

（25），因此法醫也是一種專業，和病理是兩個獨立不同的學門，正如 Dominick 及

Vincent 在其法醫病理學（Forensic Pathology）一書中所說：「一位合格的病理醫師，

並不具有法醫病理應有的專業知識，因此不適合從事法醫的實務工作（13）」。由

於法醫學的範疇愈來愈廣，如果將法醫定位在不一定適合從事法醫實務的病理之

下的次專科，勢將扼殺法醫的正常發展，而致影響法醫師品質。綜觀上述，由獨

立的法醫體系培育法醫師乃是國際的主流趨勢，因此台灣法醫師的培育，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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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專業及法醫細分科，才能趕上國際科技的水準及趨勢。 

 
另外，不論美國或日本等先進國家，也同樣呈現醫學生畢業之後，較少有意

願進入法醫的實務工作（17，24），甚至美國的專科病理醫師也沒有意願轉行當

法醫病理醫師（15）。然而這些國家的法醫實務，還能順利執行並保持一定水準

的原因，乃是因為他們都有大學作支援。因此當台灣要建立法醫師的培育制度

時，更需要考慮台灣特殊的文化、社會背景及制度。由過去台灣法醫師特考、法

醫公費生及留學考獎學金，以及法務部提高法醫師待遇等之許多努力，都無法網

羅醫師投入法醫實務工作而致徒勞無功，因此專業法醫師的培育，必須自行獨立

的養成訓練，法醫師與醫師必須分流，尤其是要切斷法醫師回流成為醫師的途

徑，如同中醫師與西醫師的分流，才能留住中醫師在專業崗位上發展中醫一樣。

因此，在大學醫學院以學士後法醫系或法醫學研究所獨立招生方式，依照歐洲的

共同標準（7），施以 4 年的專業法醫學訓練，畢業後，通過國家專業考試，授以

法醫師資格。簡而言之，唯有此一革新方案，方能促使台灣法醫制度脫胎換骨而

求健全的發展。 
 

二、台灣要建立怎樣的法醫實務制度 

 
 各國的法醫實務制度可說是大同小異，都是在司法單位或法律授權之下，委

請法醫師進行法醫鑑定，不同的乃是將法醫師擺在什麼機構。因此如果法醫師的

人數足夠，法醫師的品質有保證，法醫師擺在什麼機構，對法醫實務的運作應不

至於發生太大的問題。 

 

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16 條【檢驗或解剖屍體處分（一）】：「…檢驗屍體，  

應命醫師或檢驗員行之。解剖屍體，應命醫師行之。」，卻是不合理的法規。由

前述我國法醫之發展史觀之，本條文可能是因為無法招聘足夠的法醫師，為因應

急需，而操短線的作法。此一錯誤的法律規定，不但阻礙法醫師之培育，更漠視

死者的人權，因為唯有法醫師才能正確的判斷是否「非病死」，豈可由非法醫師

的檢驗員行之！所以現代化的國家都規定檢驗屍體，至少必須由法醫師或醫師行

之！因此，應修法將此條文中「或檢驗員」四個字去除，才能讓台灣的法醫制度

步上正軌！ 
 

專業證照制度乃是品質保證之最低要求，也是國際的主流，台灣許多專業也

都已有證照制度，也許有人會質疑法醫師這種特殊的專業，雖然需要證照，但是

否有開業的空間足以吸引人才的投入？事實上依照規定，到醫院已死亡者，或在

家裡未經醫師看病而死亡者，須要法醫師之驗屍，發給相驗屍體證明書後，家屬

才能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埋葬。但由於台灣法醫師嚴重不足，申請法醫師驗屍往往

曠日費時，以至於家屬寧可花三、四千元，由葬儀社設法拿到醫師死亡證明書，

以便早日入土為安，因此才有一位一般醫師年開千例死亡證明書的報導。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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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開業法醫師一天驗屍 1~2 位，其收入應上不惡，另一方面也因專業的死因判

斷，更可提昇人權之品質。另外，有關暴力、創傷或強暴鑑定的臨床法醫門診，

法醫師也可以提供一般醫師不願從事的鑑定。其鑑定費每案約 3000~5000 元，且

是自費，如有合格的法醫師，相信醫學中心也願意設立法醫門診，這也是法醫師

的出路之一。  

 
根據台大法醫學科及台灣法醫學會陳耀昌等人之建言書（10），台灣至少約

需要 100-120 名合格的專職法醫師，如再加上將來台灣十家醫學院所需的法醫學

教員約 50 名，假使每年培育 10 至 15 位合格的法醫師，不出 10 年應可解決台

灣法醫荒的問題，10 年之後，當可維持法醫師人力供需的新陳代謝，並進一步

提昇法醫師的品質。此外，更重要的是，當法醫師的培育和一般醫師分流之後，

以台灣現行的法醫師待遇，應尚可具有吸引力，因此，只要在工作環境、進修機

會、升遷管道及制度完善等方面，加以改善，假以時日，台灣法醫師品質應可期

待達到國際水準。 
 

結論 
 
將來法醫師的人才來源，來自醫學各相關科系畢業生，經過學士後法醫學

系或法醫學研究所的教育訓練，依循國際法醫師培育主流趨勢的法醫學體系，施

以 4 年之法醫專業教育，並與醫師分流，使法醫師專心於法醫鑑定事業，而不從

事於醫療工作，專心堅守其工作崗位。但另一方面，醫師若對法醫工作有熱誠及

興趣者，仍保有進入法醫師培育體系的管道，待完成訓練後，可成為具備醫師及

法醫師的雙重專業資格，將來更可以在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也可以在醫院從事臨

床法醫之門診。換言之，如此多元化的培育制度，有固本清源的效果，一方面培

育足量的優秀法醫人才；另一方面以專業證照制度，保證法醫師應有的法醫素質

水準，可期待以此改革性之措施，能徹底解決台灣法醫師缺乏之沉痾。 

 

法醫人才的培育和良好法醫制度的建立，如同車之雙軌、鳥之雙翼，兩者

相輔相成，始克奏效。因此，當台灣思考引進外國的法醫經驗與制度，或是走自

己的路的時候，不但需要參考各國法醫制度的實際運作及所發生的利弊，更需要

體察台灣社會、文化背景及司法制度的差異。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可以抒解我國

法醫困境的可行、可長、可久的制度，以免重蹈過去走捷徑抄短線的慘痛覆轍。

否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到頭來台灣的法醫問題仍然是原地空轉一場。回首

從民國元年到現在，我國法醫質與量的困擾已持續將近一世紀，現在該是徹底覺

悟、了解癥結真相，加以對症下藥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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